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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 兒童教育 紀錄片

香港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下文簡稱《給》）公映不到一週（2月2日首映）後，陷入倫理爭議。

七問《給十九歲的我》爭議：世代、權益、教育和紀錄片倫理

一部紀錄片的程序及拍攝倫理引發全港討論，紀錄過程中哪些環節不應忽視？如何進入學生的世界，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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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由英華女校委約校友張婉婷攝制，紀錄六位千禧年誕生的女校同學十年間成長經歷，2022年8月在

電影節首映之後屢獲好評，今年初有評論文章質疑紀錄片中細節似乎涉及拍攝倫理，引起輿論關注。其後

有片中受訪學生親撰長文，細述拍攝遭遇，受訪者的正當權益被學校及拍攝團隊漠視等現象令討論急速升

溫。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亦公開指個人受訪片段未被真實告知拍攝用途，學校及《給》導演張婉婷先後

回應，於2月5日下午決定全面暫停影片公映。



爭議成為香港本地大型公共事件，從學生阿聆的萬言字數刊登之後，網路反應激烈。有紀錄片工作者發表

看法，有曾經喜歡這部紀錄片的觀眾感到內疚和痛心，也有英華女校校友坦承心中複雜的情緒。也有一部

分言論轉為對張婉婷個人的憤怒，集合了從職業操守，專業倫理規範，到世代觀念，甚至政治立場等多個

維度的質疑。《給》也成為少數因倫理問題引起大規模爭議而腰斬放映的香港紀錄片，也是Covid-19疫情

爆發後，香港第一套以非疫情緣由腰斬放映的電影。端傳媒嘗試梳理並說明電影爭議的緣起，梳理拍攝過

程中的不當，也訪問了數位專業人士討論事件中相關的倫理與法理問題。

問一：《給》的拍攝及放映過程中，爭議如何浮出水面？ 


《給十九歲的我》最初欲紀錄英華女校搬遷校舍期間六位學生六年經歷，由2011年起開始籌備，校舍未能

按時竣工後延遲到2021年大致完成，歷時十年。電影先於2022年8月21日及25日香港國際電影節內首

映，9月起以包場或特別場形式有限放映，2023年2月2日正式上映。


影片除追蹤該校六位同學在英華校舍變遷階段的成長故事，還涉及受訪學生及校方對2012年反國教示威、

2014年雨傘運動的看法，2019年香港反修例事件也以同學們的成長背景在紀錄片中作交待。電影放映早

期曾受到好評。2023年1月，《給》獲選為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2022年度最佳電影。


1月26日，曾任記者及雜誌編輯的吳芷寧於社交平台撰文，題名〈好睇，但就係有啲唔舒服〉。文章引發

熱議，吳芷寧指「在不同安排上，導演的口吻和態度都令人頗不舒服」，並批導演以旁白現身過於直白，

自身情緒、判斷過多或有違紀錄片倫理。

此外，吳亦在影評中質疑攝制團隊是否尊重了受訪對象的權利，一指受訪女生在首映之前未有看過 final

cut，「第一次看的那天還要對外分享」，批「不向紅線妥協，不為學校修飾，跟願不願意了解聆聽幾個受

訪少年的顧慮和狀態，再考慮是否體諒調整，應該有本質上的差別。」網民由此對《給》拍攝手法和呈現

方式上的討論和質疑，文章也引發輿論對紀錄片倫理問題的關注。

1月27日，香港政府新聞處發稿宣佈成立「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導演張婉婷列名在內，而因新聞

稿中要求「講好香港故事」，一度引發網民的批判，指張「奶共」，31日據《娛壹》訪問，張回應指不會

去做「唱好故事」的事，稱故事不會因為「唱」就會好，今次加入是為了代表業界觀望政府「可唔可以出

錢幫電影界 做 啲『新優勢 出嚟 （可不可以出錢幫電影界做 個新優勢出來）

https://www.facebook.com/827660636/posts/pfbid05yQrVP5WeNsXTYBfsDRMsdnB7TRQtn48oNKHicrujscNRAfwWPz9rqF45zyzH9ZXl/?mibextid=cr9u03


錢幫電影界，做一啲『新優勢』出嚟。」（可不可以出錢幫電影界做一個新優勢出來）

2月4日夜晚，香港媒體《明周文化》獨家刊登英華女校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片中學生之一阿聆的自

白，指自己曾多次拒絕公映，質疑紀錄片拍攝過程和導演處理方式中存在問題，並指曾多次就個人資料授

權問題與英華女校校方交涉未果。同時，另一位受訪者阿佘也向《明周文化》回應並佐證，《給》片拍攝

時，學校及拍攝團隊未有尊重學生意願。

據阿聆於《明周》發佈的自述，她首先質疑了《給》面向公眾公映的正當性，表示其「由始至終都不同意

《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亦在知情後盡最大努力清晰反映予校方和張導演」。她認為，當年在校

內見證拍攝過程的學生、乃至校友和拍攝對象本人對放映的理解一直為「校內放映/籌款用途」，因此未有

公映的心理準備。

文中亦提到在知曉公映安排後，她曾多次與校方交涉無果，校方拿出受訪者父母在2012年簽署的「同意

書」相脅指「繼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惟她本人直至去年才知曉同意書的內容。阿聆質疑校方

對學生私隱過於粗疏，也並未尊重學生意見。

對於導演張婉婷，文中則指其有以劇情片手法處理紀錄片之嫌，質疑採訪「是否有足夠深度去賦予導演對

我們的行為做出公開評論的權力」，亦提到攝影團隊的提問有時是令人「難以招架，聽着也覺得難受

的。」



2023年2月5日，香港，傳媒在戲院內拍攝《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的電影海報。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另一位受訪者阿佘亦表示曾就公映問題與英華校方發生過矛盾，她提及紀錄片中吸菸鏡頭本屬偷拍，片中

參加廣告拍攝實為導演張婉婷邀請等細節，惟最終認為公映已成定局因而接受合作。

兩篇報導刊出後輿論憤慨，明報伺服器一度無法負荷點閱流量而故障。2月5日凌晨《明周文化》再刊登英

華女校校方及前校長李石玉如回應，文中指可惜當事人未能及早告知情形，否則「不會發生這樣的事」。2

月5日下午，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在社交平台發布文章直陳「氣在心頭」，指自己在《給》片中的受訪片

段未被告知用途，曾諮詢過體院PR，獲悉片段為張婉婷所有，公映後難以追究。李慧詩表明自己不會看這

部電影，也「不鼓勵」其他人看。

明周系列報道刊出後，有關《給》中紀錄片倫理的輿論爭議進一步擴大，有不少網民呼籲暫緩觀影或杯葛

《給》片，亦有網民對受訪女生的遭遇表示同情，「應該聯絡律師申請禁制令禁止公映」，「本來想睇，

感恩冇睇到，班後生女應該好難受，希望快啲落畫封存，唔好再傷害佢哋。」（本來想看，幸好還沒有看

到，這些女生應該好難受，希望快點落畫封存，不要再傷害她）

香港百老匯院線及英皇院線於2月5日下午先後宣布暫停旗下戲院的《給》片放映場次，當日下午導演張婉

婷於黃埔謝票時提出，就事件與校方討論，共同決定2月6日起電影暫停放映，「人比電影重要」。電影停

映前累積票房超過一千萬港幣。

2月6日，又一位片中學生江冰瀅在社交平台發文，指拍攝團隊當時宣傳除自己以外所有同學均已簽署同意

書，自己未想太多也簽署。拍攝團隊未能交代事件來龍去脈，令她以為整件事非常順利。同日下午，香港

體育記者協會發表聲明，文中對張婉婷採訪李慧詩手法未申領大會採訪證「感到遺憾」，認為該舉動或會

影響本地記者參與國際賽事申辦手續。2月6日教育局回應傳媒，知悉學校已啟動危機處理程序跟進事件，

將支援受事件影響的師生。當日晚，香港私隱專員公署發布新聞稿，表示關注事件，且已主動聯絡學校，

了解詳情。公署呼籲，任何人士如懷疑其個人資料私隱受到侵犯，而又能提供表面證據，可以向公署作出

投訴。

香港國際電影節公關回應端傳媒，指每年都會從世界各地電影發行商和出品方邀請過百部已經完成的作品

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有關這些電影的製作，及電影節以外的放映事宜，均不作評論。截稿前，香港電

影評論學會未回應相關查詢。

問二：《給》片中涉及的授權問題，是否簽署同意書之後即已完成？ 




《明周文化》在涉及《給》片之報導中刊登出一張名為「英華女學校——學校重建計劃——紀錄片拍攝事

宜同意書」的文件（如圖），這份同意書在事件中被當成受訪者學生同意並接受拍攝事宜的「授權」。端

傳媒向法律關注團體「法夢」成員、青年法律學者「腸」（筆名）查詢，這樣一封「同意書」是否具備法

律效力？（註：同意書原圖解像度有限，為清晰呈現本圖按原圖原樣後製）



來源：英華女校校友提供。同意書原圖解像度有限，為清晰呈現本圖按原圖原樣後製。

「腸」表示，根據《香港合約法》基本原則，合約雙方都要有付出/代價（consideration），才可以構成

合約。付出（或代價）對其中一方可能是金錢（酬勞），可能是服務，雙方有此代價交換，合約才會成

立。只確定單方面付出的「合約」，於合約法內不構成效力。相關報導中公布出的同意書中，學生屬無償

跟拍，因無酬勞，所以雙方的協議不具備合約的約制力。

即便撇除合約法內的效力，「腸」認為，事件還涉及其他法律要素，比如「資料當事人」對個人資料的自

主權。2016年，歐盟成功為「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立法（或稱之為「刪除權」），提倡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刪除被不當使用的個人資料。香港《個人資料（隱私）條例》訂立於1996年，寫法相

對比較落後，但一般大致會跟隨歐盟私隱法下相稱性和公平性等相關基本原則。在香港《個人資料（隱

私）條例》內，個人資料指可以令人辨認到資料當事人身份的資料，《給》片使用的訪問片段影像絕對屬

於此類。

《條例》下的「第1個人資料保障原則」規定，收集個人資料需要有合法目的，合法功能，合法用處；其

次，收集資料應為合理所需，不可以過量（或必須與所用目的相稱）；第三，收集過程要公平。儘管法例

一般並無要求先有當事人同意，方可收集其個人資料，但當事人潛在或實際上的反對，仍可能會影響資料

收集手法的整體公平性。尤其是，收集資料者除了需要具體地向當事人說明資料將用於的目的外，更有法

律責任進一步解釋收集是否必須或自願、當事人可否拒絕、拒絕的後果為何和是否有權其後要求查閱已被

收集的資料等。

2012年的同意書並無提供上述法定要求的資訊，而且無論如何，即使資料當事人未成年或本人未必完全理

解有關內容，仍有權獲直接告知相關訊息，而非由父母代為接收了事。學生（無論本人是否理解）有權獲

告知是否可以拒絕資料收集。未成年人的私人片段，比如戀愛片段，男友的出鏡，都涉及收集資料是否過

量。

在拍攝初期，學生被告知拍攝紀錄片用途為校內放映，後改為公映。「第3個人資料保障原則」規定，當資

料的收集/使用目的改變時 必須得到 個資料當事人明確 額外的「訂明同意 資料當事人完全有權以



料的收集/使用目的改變時，必須得到一個資料當事人明確、額外的「訂明同意」。資料當事人完全有權以

書面方式撤回該等「訂明同意」，同意撤回之後，資料使用者必須停止使用個人資料（儘管同意撤回前進

行的行為不受影響）。學生反對公開放映，有權拒絕資料的新用途，學校及製作方應該遵從。當事人可以

個人資料不當使用追討賠償，也可通過禁制令限制影片公開。

《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劇照。網上圖片

問三：有觀眾指紀錄片中雙方的溝通方式令人不適，為何拍攝者與學生

不能溝通？

中學署任校長蔡芷筠日常工作會接觸大量年輕人，親睹學生們在各種不同社會氛圍下的狀況。她看過

《給》片之後最大感受是，電影敘事在用一種成年人的角度，設置框架，然後在其中去理解年輕人。在紀

錄片中，鏡頭與旁白所敘述的「情竇初開」「追星」或者「反叛」，都將年輕人的生命歷程平板化了。譬

如所謂追星的內容，不是關於同學切身追星的行動或者言談，而是選出一張照片，讓同學指認是否喜歡相

中的偶像。這種設計出的場景，並沒有真實呈現同學們「追星」的一面，只是實現了某種框架的印象。

紀錄片之所以最後演變成為一場爭議，因為拍攝者未能好好花功夫去聆聽同學的需要。只要同學流露出不

想拍的情緒，導演首先就認定是同學的「反叛期」，而不去搞清楚同學不滿的地方到底是什麼，或許應先

搞清楚同學的想法，再適度調整拍攝角度。因為這種先入為主的看法，阻礙了雙方的了解，也沒有建立足

夠的信任。



蔡芷筠以日本導演小川紳介為例，小川早期拍學運紀錄片，後推出三里塚系列作品。他發現自己並不了解

農民的生活，於是和團隊一起住進山形縣牧野村，自己將導演身份放下，同農民一起耕田一起生活，經過

很長一段時間，雙方建立了非常獨特的關係。所以在紀錄片中，大家可以見到拍攝團隊與農民之間的對

話，這種信任關係不是去談一兩次話就可以建立。

有一段時間，蔡芷筠覺得藝術很重要，便每個星期都帶學生看展覽，學生們並不習慣。她後來改為同學生

一起打球，有時在運動中受傷，學生們覺得內疚，互相多了談話，於是慢慢開始了解對方的真實想法。這

種了解的過程需要放下自己，劇情片導演或者可以指揮整個團隊，可以決定演員的每一句對白。但紀錄片

中活生生的人物是不可能被擺佈的。如不放下，就難以建立了解及信任。

如今事件造成學生的創傷，她們是否會平復，是否會諒解，拍攝團隊恐怕也不能心急去盼望對方原諒。而

教育工作者，應認真聆聽學生的困難。蔡芷筠也曾在教會女校讀書，她指學校的氣氛，幫學生建立歸屬感

和向心力，師生之間會營造出家人的連繫。同時，也令到學生很難拒絕。學生感受到老師的愛及溫暖，可

能因此也會答應許多學校及老師的要求，但多少也會因此壓制了個人的想法。事件中的學生要花如此長時

間，才令自己的聲音被聽到。學校和老師未必是操控狂，教育工作者或在大量人事應對中心急失去耐性，

將學生的需要擺到次要的位置。阿聆的發言或會再次提醒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到底是學生

重要，還是紀錄片重要？希望學校在停止放映紀錄片之後，可以將學生的內心擺到更重要的位置。

問四：《給》事件涉及以兒童為拍攝對象，兒童在相關事件中應該享有

什麼權利？

香港兒童委員委員會執行幹事黃惠玉指，兒童在影像拍攝中的權益，不只電影、話劇、廣告，也包括他們

參與學術研究、訪問、諮詢等情形都值得注意。學術界相對比較有考慮，通常有倫理委員會跟進，列出詳

細要求及注意事項，但在香港演藝界討論不多，也無制度制衡。通常只是依據勞工法例，而法例中只列出

一些硬性規定，如法定滿15歲之後才可全職工作，每日工作時限，不能影響學業等，無法照顧兒童在拍攝

期間的情緒和不滿，小朋友也沒有適當途徑發聲，是否參與拍攝往往依靠家人或者法定監護人事前幫忙簽

署文件，這一點很落後。

聯合國兒童公約其實有給出清晰指引，讓簽約政府跟隨。其中的重要原則，在《給》事件中我們看到並沒

有落實。尤其《給》並不是虛構創作，而是要呈現一種兒童的真實生活片段，但他們的聲音被漠視。現在

民眾不應只是聚焦八卦，應認真討論兒童在這次事件中的權益和心理健康。

對成人來說，具備法律效力的同意書是授權，但對小朋友來講，他們未必能想像最後的完成品會怎樣呈

現，也未必理解「放映」或「公開放映」的分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拍攝者在過程中應不斷徵詢兒童的

意見 以兒童能夠明白的方式來溝通 而不能依靠在中學 年級時的 次簽署就當作授權 在影片公開之



意見，以兒童能夠明白的方式來溝通，而不能依靠在中學一年級時的一次簽署就當作授權，在影片公開之

前應私下先讓小朋友看最終剪輯版，事件當事人講述她們第一次看全片已經是全校觀看，其實這已經等於

違反了相應原則。如果拍攝期間可以不斷溝通，這次爭議未必會發生。

有意見指「小朋友現在不喜歡，長大以後會改變看法」，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覺得小朋友幼稚不成熟。

聯合國兒童公約告訴大家，每一位兒童都是獨立個體，他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權利。兒童要真正參與

拍攝，就應該有權拒絕，有權決定何時停止。

事件發展至此，公眾不應幫學生或學校決定如何處理。學校現需要以真誠的態度，友好的方式和氛圍接觸

當事人，與現任校長、前任校長、導演及拍攝團隊、英華師生展開有誠意的討論，得出一個好的結果。香

港也應該要討論及引進外國一些成功的法例及處理辦法，令兒童在影像拍攝中能夠獲得足夠支援。

2023年2月5日，香港，《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導演張婉婷出席映後問答環節。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問五：香港本地對拍攝紀錄片有沒有相關訓練？ 


曾任職香港電台電視部的林綸詩表示，在學院及傳媒工作環境 (如香港電台) 時，老師及機構都分別從傳媒

法及倫理角度向學生/工作人員講解受訪者權益及必要性。 從傳媒法角度，受訪者若以個人身份接受訪問，



法及倫理角度向學生/工作人員講解受訪者權益及必要性。 從傳媒法角度，受訪者若以個人身份接受訪問，

肖像權未必屬製作團隊。在《給》片內，每一個受訪學生不是任何英華女生，不能被其他英華女生取代，

即使簽了同意書，若任何一方不滿，要上庭的話，條款如收集目的、肖像權、時效等，都會成為辯論焦

點。面對受訪者，被拍攝者也必須非常明白講述拍攝的用途和目的。

最後，製作角度來說，紀錄片講求受訪者和導演的信任。法律不外乎人情，紀錄片不是劇劇，不是純綷合

約原則，而是基於互信才成事。導演雖然有權決定怎樣用素材表達個人觀點，前提是「說明用途」及「受

訪者同意」，缺一不可。如果導演或者監製真的有話要說，通常採用劇劇（drama）而非紀錄片

（documentary）形式去帶出訊息。

問六：紀錄片是否應該停止拍攝個人的私人故事？如果拍攝過程中犯

錯，紀錄片創作者應該怎樣做？

導演應亮認為「停止拍攝私人故事更安全」是一種誤解。否則，創作者就不要再做非虛構創作，這樣才最

「安全」。他在社交平台發表觀點，提出所謂的非虛構作品一旦深入人物，就一定避不開倫理問題。紀錄

片的倫理，邊界並非完全固定，有很多模糊和主觀的地帶，應按個案分別討論。面對某部紀錄片的倫理，

要謹慎下判斷，才會比較公平。而創作者需要有基本的倫理觀念，並不斷操練，同時做好承擔各種因傳播

而引起風險的準備。從拍第一個鏡頭開始，拍攝者已經知道：紀錄片不是由製作團隊單方面控制的。紀錄

片創作者應該認同倫理風險是紀錄片的一部分。

應亮提出，與拍攝對象簽署同意書並不應視為唯一的標準，最關鍵的還是放映前，需要讓人物看過將公映

的版本。這是個合作、溝通和消除誤解的過程，最終一起做決定：放或不放，放映範圍，改並如何改等等

——用社會工作的語言來講，叫：充權。

即便公映前有共識，之後還是有機會被推翻。一旦反悔，創作者就要聽從人物的意見。更何況傳播是個不

受百分百控制的過程，作者本人都無法全部預見各種效果（無論正負面的效果)。作者應有自覺，當拍攝者

預料到可能的問題，應及時改變計劃。當紀錄片進入美學以外的社會工作領域，只要有影片信息、影片截

圖或者證人言論等證據，足夠懷疑放映將造成對現實生活的傷害，應決定停止。

問七：事件發展至今，輿論如何評價當事人及其中的矛盾？ 


阿聆的自白公開後，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亦在社交平台撰文，表示當初對張導將自己訪問內容放進

《給》中毫不知情，稱其舉動為未經授權，就連「知會」也沒有；自稱佔電影片段十來秒，是「紀錄片」

中最「不知所為」的一員，更指自己何以會在電影中「存在」，相信大家心裏有數。結尾更指自己不會

看，亦「不鼓勵你看」這部電影。



單計IG已有6.2萬個讚好，逾200個留言；Facebook則收4.3萬個讚好，近9,600次分享，留言超過2,400

則，合共超過10萬個用戶，是目前針對《給》一片互動數量最高的社交帖文。



除了李慧詩的帖文，明周文化兩篇自白文章下方也引來不同網民留言，不乏建議兩位當事人應「嘗試聯絡

律師申請禁制令禁止公映」。本地公眾人物袁彌明撰寫英文信予所有電影節同獎項反映事件，引來七百多

名網民讚好。有KOL撐英華女校和張婉婷，指學生不應簽署同意書又反悔。部分網站留言區也有網民對阿

聆展開謾罵和攻擊，提出「分款不均」及「政見迫害」等觀點。

張婉婷2月5日發表的「暫停公映」未能平息爭執，被指為文字遊戲，又網民提出不要「暫停」，要「撤

回」的意見。也有人將此前張婉婷參與「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新聞連繫到本次事件，指責她是「藍

絲廢老」。網民留言指張婉婷及學校多數回應並非真誠感到抱歉。回應的內容被評為「長輩式」發言，引

發大眾創傷，紛紛開始自述個人在中學時期遭遇的不快與挫折。其餘曾經支持《給》一片的專頁，也開始

倒戈指出張導的手法有問題，如「Terry的媒體懶人堂」提到，「《給》手法背後的倫理和潛在權利問題，

就讓本該美好的一面鏡，映出了太多傷痕。」

兩篇自白發布後，連登討論區有網民發起杯葛行動，呼籲大眾不要購票觀賞《給》，原本有關《給》的集

中討論帖子，也改以「罷睇，不要淪為傷害學生的幫兇」作綴，主流也以聲討張導拍攝手法之不道德。



然而《給》於6日宣布中暫停公映後，有網民發現全港院線的剩餘場次都已經爆滿，就連午夜場也是「Full

House」，憤而指摘港人性格扭曲，而非一同罷看電影，是助紂為虐的行為；更有網民在網拍平台上發現

有人以高價徵求尾場戲票。

亦有網民針對《給》本身發起投票，討論其作為紀錄片的觀賞性，引來超過1600人同意作品本身的觀賞

性，而不認同的則僅有120票。綜合其他社交網站的同類型文章討論，討論區看法大抵與IG、Facebook等

港人常用平台取向類近。

2月7日，輿情稍有緩和，區家麟，曾經率先公開指出電影不妥之處的吳芷寧，以及部分專頁或網民都再發

文，建議民眾理性討論，正視傷害，解決爭議，也減少道德審判和人身攻擊。


